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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1933—1935年） 中日关系的缓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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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开始了一系列侵略中国的军事行动， 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新一轮的抗

日高潮。但在1933—1935年，中日关系却出现了缓和的迹象，1934年中日之间没有发生军事上的冲突，日本

推行广田和谐外交，中国方面也限制排日运动，通过谈判实现了与“满洲国”通车通邮，长城沿线设置税关，

开发华北产业等问题，双方的外交级别也升格为大使级。本文旨在通过日本政府、日本军部和中国政府三条线

索分析这段时间内中日关系缓和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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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3—1935年，中日之间出现了自“九·一八”事变以来少有的寂静，不仅在军事上两国没有冲突，而

且在外交上两国开始达成一系列的缓和，除了“天羽声明”的插曲以外，两国的关系甚至有了短暂的升温，国

民政府对“满洲国”通车通邮，事实上承认了“满洲国”的存在，两国公使馆升级为大使级。对这样的现象， 

我们可以根据日本二元外交的特点， 梳理出日本政府、日本军部和国民政府三条线索，综合考察三种力量共

同作用下如何产生了20世纪30年代中日之间少有的平静状态。 

 

        一、日本外务省的亲善外交的开展 

        1933年9月14日， 广田弘毅接替内田康哉出任外相，主张改善日本由于退出国联而日益孤立的国际地

位， 并主张排除军部对外交的干预，实现由外务省统一的外交一元化。这就是广田“和谐外交”。斋藤内阁

的五相会议确定了日本退出国联后的外交政策大纲，即促进日本与“满洲国”关系的发展，并通过外交的手段

改善与中美苏的关系。由此，军部的强硬派得以被暂时抑制，外交工作也取得一定的进展。这时日本政府也有

实施对华缓和的外部环境。1933年8月，蒋介石、汪精卫、黄郛确定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表示逐步解

决中日悬案， 日本政府和军部认为国民政府的亲日政策是一时的敷衍， 但是日本外务省决定利用这个机会扩

大日本的经济利益。 

        广田的和谐外交不能看作是币原协调外交的继续， 而是日本退出国联后的对列强的协调外交。日本发动

“九·一八”事变，退出国联，因而孤立于国际社会，所以广田提出改善日本与中美苏关系。除此以外，日本

为了摆脱经济危机的影响，开展经济外交， 实施倾销策略， 也使得被倾销国家开始抵制日本，日本的国际处

境变得艰难。这样的大环境促使日本产生了推行和谐外交的动力。但是日本政府的所谓“和谐”，并非真正对

中国实行和平亲善政策。五相会议提出的《关于对华政策》在开头就明确提出要“使中国成为以日本为中心，

日、满、华三国友好合作，确保东亚和平的帝国方针的追随者”，［1］P22—24基本宗旨为“在中国扩张我

国的经济权益”。不仅目的明确，而且方法明确，要“逐步追求以期达到上述目的”，主张诱导中国政局自然

转化，使其有利于日本。其制定的“和谐”方案中也有强硬策略，其中记有“在我方不主动谋求友好，而中国

方面又侵害我方权益时，则我方应按自己立场采取必要措施，以严肃公正态度对之”。［1］P22—24该方策



认为“影响中日接近的最大障碍是中国基于远交近攻心理的诸般行动及外国为此而给予的援助”，［1］

P22—24主张“力加排斥”，其实是担心中国利用外援强化自身力量，不利于日本的侵略的进行，其中也包藏

着挑动国民政府各派的不合，便于其从中渔利的祸心。1935年时，中日亲善开始走上正轨。在得到国民政府

“不抵制日货，抵制反日朝鲜人，同日本合作”的保证后，广田外相开始高调宣传中日亲善， 蒋介石和汪精

卫也发表声明配合这一声明。但是日本政府只是在观察国民政府的动向，没有特别有效的措施，倒是国民政府

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在中日缓和的这段时间里表现出主动的姿态。由于军部中的鹰派一直主张对华强硬，而且

其影响不断加大，日本的二元外交特征也愈加明显，后来的“广田三原则”即体现了军部强硬派的影响。总体

来看， 广田的温和并不温和， 是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手法和策略，温和只是一个幌子，不过是日本政府为摆脱

国际上孤立地位的一个措施。所谓的对华亲善也是其措施中的一个步骤，“天羽声明”展示了日本实际的想

法，有吉明在中国的外交实践也是按“天羽声明”的方针进行的。但是也应该肯定广田和谐外交积极的一面， 

它毕竟为国民政府同日本提供了一个避免进一步冲突的平台，为国民政府抵抗日本侵略、积蓄力量赢得了时

间。 

        二、日本军部武力行动的中止 

        日本军部一直势力很大，不受政府节制，而且军部存在着“下克上”的传统，在日本外交中是一支不可

忽视的力量。《塘沽停战协定》这么重要的两国间的文件，不是外交部主导的，而是由在外的军队完成的， 

由此可以看出军队对中国政策拥有相当大的主导权。军部力量，尤其是陆军，对国民政府的对日亲善政策表示

怀疑，认为是国民政府的“欺骗”，主张对华采取强硬措施。在日本军内存在着日本作为东亚盟主必与英美一

战的观念和“1935—1936年危机”的臆想，要求以占领满洲为其一系列侵略行动的起点，这决定了军队不可

能支持对中亲善的外交策略。但是1933年6月到1935年6月的两年间，日军虽然有侵略的构思和意图，却是没

有采取实际的武力行动，这对维持日本外务省和国民政府的亲善外交在客观上提供了安定的外部环境。应该认

识到军部侵略的本质没有改变，这一段时间也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平静，到1937年日本就开始了全面侵华战

争。 

这段时间内，正是日军为巩固侵略满洲的成果而暂时中止了和国民政府的武力冲突。虽然关内处于停战状态，

但是在关外，反满抗日斗争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如1934年9月陆军省的文件《满洲事变爆发满三年》中就记录

了当时的情况：“皇军东奔西跑，实属席不暇暖，迄今只讨匪次数，大小合计已达一千数百次， 大部队之讨

匪作战也有二十余次……”［2］P227－228次年的《满洲事变爆发满四年·满洲国概观》中提到：“治安工

作大有进步，建国之际的三十余万土匪已减至二万余……为了维持治安， 必须军队与武装警察之力，如今依

然未出治安第一主义之时代。”［2］P227－2281936年的《满洲事变爆发满五年》也提到：“土匪逐年加深

共产思想只影响，其行动愈益恶劣顽固，……以期根绝匪祸，乃绝非轻易之事……因此亦有大量之牺牲， 自

事变爆发以来至今年7月底止， 我在满各部队即有战死者（ 含受伤后死）2891 人，病死者1037人，受伤者

6694人，自昭和7年3月至今年2月的4年间，满军也战死1757人，受伤1878人。”［2］P227－228以上的记

载说明虽然关东军占领了满洲， 但是满洲境内的游击战争和共产党领导的地下抵抗斗争依然在进行着， 大大

消耗了关东军和伪军的精力，增加了其占领成本。也可以说，正是这些解放斗争成了日军继续侵略的羁绊， 

迫使日本不得不暂时停止向关内的进犯。 

        满洲事变是日军侵略的起点而不是终点， 日本征服满洲的策略是“一个时期走一步，中间稍歇一下，以

巩固成果，然后一见前面的障碍能用外交或武力扫除，便又走下一步”。［3］P154但就是这“稍歇一下”，

为外务省开展“和谐外交”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的环境，也使国民政府从军事压力下暂时解放出来，使国民政

府发展经济，扩充军备，为即将到来的日本全面侵华奠定了物质基础，也有了一定的军事准备。 

         三、国民政府开展对日妥协外交 

在这一段时间的中日缓和外交的过程中， 国民政府摆出了非常积极的姿态，使得中日关系缓和有了实现的可

能。1934年夏，中日完成了关税修改。在《塘沽停战协定》的善后处理工作中，在通车通邮问题上，尤其是

在通邮问题上，中国方面最终妥协，接受了关东军的方案，1935年1月10日起开始通邮。早在1934年时， 汪

精卫就向有吉明提出将日中公使馆升级为大使馆，1935年王宠惠访日时再次提出了公使馆升级的建议，同 

时国民政府取缔了反日和抵制日货的活动。如此， 蒋介石的“安内攘外”和汪精卫的“一面抵抗，一面交



 

 

涉”完全放弃了，转变成为亲日的外交政策。 

国民政府的妥协外交是有诸多原因的， 首先是中国经济的急剧衰退，使国民政府不得不极力避免与日军的武

力冲突。1934年由于第五次“剿匪”军费消耗庞大，中国经济状况急剧恶化，到了1935年初，蒋介石已无力

承担类似长城抗战规模的对外军事行动了。另外世界经济危机波及中国沿海地区，给中国农村带来相当大的破

坏，如农产品价格下滑，农民购买力减低，农村负债增加，背井离乡者增加，这些现象持续了数年。 

1934年， 中国遭遇六十年不遇的旱灾， 受灾最为严重的有江苏、浙江、安徽、河北、山东、河南、湖北、

湖南等省，直接经济损失达四万亿元以上，还有水灾，造成的破坏非常严重。当时的美国的白银收购政策也造

成中国白银外流， 严重打击了中国经济。［4］P192-195 

        其次是国民时府战争准备不足。中国的政局是分裂的，虽然蒋介石倚靠军事独裁，但是国内军阀派系林

立，难以统一政局，对内“剿匪”尚未完成，对外日本的威胁日益加重。1935年中国的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

刚刚起步， 难以对抗对中国早有侵略准备的日本，因此对于国民政府来说，拖延战争爆发的时间越久越有利

于自己。但是应该看到，蒋介石的对日妥协并不是单纯的妥协，而是在妥协掩护下的积极迎战准备。1934年

由蒋介石授意发表的《敌乎？ 友乎？ ———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中除了阐述中日和解的必要性外，也含有

对日本的警告，告诫日本控制中国是不可能的， 要日本认识到不要走到和中国同归于尽的地步上。同时，蒋

介石也加快了同德国的军事合作，将主要的工业向西南转移， 这都说明了蒋介石对中日战争的明确认识和准

备，也证明了蒋介石的对日妥协是绵里藏针。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由于日本的侵略的加剧，中国民族主义热情

极度膨胀，对蒋的对日绥靖政策产生了很大的阻力，也不利于蒋加强民族的凝聚性，但是对其政策，应结合时

局，看到其正面意义。 

        四、结语 

        1933—1935年间中日关系的改善是多方面力量共同作用的结果，活动于其中的日本外务省、军部虽然有

分歧，但是侵华的目的性却是一致的。国民政府实施对日妥协也并非完全是负面的，应该看到其对日缓和政策

含有对抗日本侵略的一面。这对于当时的日本和中国都有其有利的一面，日本试图摆脱其在国际上的孤立地

位，同时又利用缓和的契机打压中国的抗日民族主义，离间中国国内各派政治力量，从而达到利于其侵略的目

的。在这段缓和的过程中，日本得以巩固其在满洲的军事胜利的成果。对于中国而言，国民政府避免与日本的

军事冲突，加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为以后抵抗日本全面侵略奠定了经济基础，在一定程度上做了军事上的

准备。但对日妥协违反民意，给国民政府造成了负面影响。通过 

这三条线索，我们可以对这段时期的中日改善形成一个较为全面的认识。 

        参考文献： 

［1］日本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编.中国事变陆军作战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9，第一卷，第一分

册. 

［2］江口圭一.日本帝国主义研究———以侵华战争为中心 

［M］.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2. 

［3］格鲁.使日十年［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松本重治.上海时代［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 

作者简介：杜欣    苏州科技学院人文学院 

（来源：《考试周刊》2009年第52期         编辑：李光文） 



版权所有：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 

2004年12月13日创建 


